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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我国2004-2017年30个省市的数据所构成的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结合中介效应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地区环保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环保投资和城镇化发展均可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城镇化发展可以成为地区环保投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变量，即地区环保投资可以通过其自身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直接影响，同时还会通过城镇化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发展、技术进步、就业情况对绿色技术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有抑制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地区环保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不仅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和提升城镇化水平，更需要提高地区间的协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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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dynamic spatial panel Durbin model composed of data from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7,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studied by combining the analysis method of intermediary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regional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n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can promo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have an indirect impac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rough urb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mployment situation have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ll inhibit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refor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increase investment and raise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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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资源环境日趋紧张，绿色已成为全球变革的重要方向之一。绿色技术创新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微观基础，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综合系统。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正逐步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入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中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后，2019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共同发布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2022年基本建成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主要目标。由此可见，绿色技术创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地区环保投资和城镇化为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资金和人力支持，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地区环保投资作为政府的有效投资手段，其投资的比重体现了国家政府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那么，地区环保投资如何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学术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城市作为人才和企业的聚集地，城镇化必然作为地区进行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地区环保投资和城镇化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主旋律”，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为此，本研究将城镇化水平作为中介变量，以2004-2017年我国30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探寻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路径，为我国区域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地区环保投资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研究。国内外研究学者对于环保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主要体现在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方面。马红、侯贵生[1]基于长短期异质性角度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结果发现环保投资在短期下抑制企业创新，而在长期下促进我国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高萍、王晓红[2]运用DEA模型对我国各省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分析，发现环保投资对于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谢荣辉[3]通过两阶段模型发现了环保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引致效应”。孙宏芃[4]通过对我国创新制度环境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对创新活动自助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进步。王旭、褚旭[5]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我国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发现政府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Lee等[6]认为环保R&D投资对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密切相关，环保投资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Huang等[7]将贷款利率作为门槛变量，当贷款利率较高时，环保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Sang-Ho Lee等[8]对韩国IT企业的绿色环保投入进行研究，发现提升投资效率可以直接正向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Robert等[9]对污染企业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有效的环保投资利于污染企业进行创新，并提升自身企业价值。Lee和Min[10]通过对日本制造业进行研究发现环保投资在企业层面产生积极影响。
地区环保投资与城镇化关系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环保投资对城镇化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王国婷、任荣明[11]利用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环保投资在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影响不同。刘穷志、李岚[12]测度了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中98个地级市(直辖市)的财政环保支出效率，发现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会导致环保支出效率的降低。辜胜祖等[13]认为有效的投入有助于城镇化的发展，进而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Courtney等[14]通过对英国环境管理计划的分析，发现环保投资有助于地区发展。Wilson等[15]利用遥感系统测算了不同城市群的NDVI指数，发现环保投资有助于规划者做决策进而促进城市的发展。
城镇化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研究。城市的专业化、多样化有助于形成技术创新网络[16]，杨维等[17]从人口聚集、知识溢出和成本费用三个角度发现城镇化可以驱动技术创新。鲁元平等[18]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发现城镇化对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曹鹏、白永平[19]通过指数测算发现城镇化水平对整体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对东部地区产生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产生负向影响。兰宜生、徐小锋[20]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发现城镇化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继而提升环境绩效。Curwell等[21]基于市民期望的视角，发现城镇化有助于技术创新。Carlino等[22]通过对美国城市研究发现，城镇人口越稠密的地方，创新水平越高。
已有文献研究多从地区环保投资、城镇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两两关系进行研究，尚未研究城镇化在地区环保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城镇化在环保投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探讨地区环保投资通过城镇化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从地利经济空间方面建立空间权重矩阵，分别建立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不同于以往研究仅采用单一指标衡量绿色技术创新，除了考虑绿色专利授权数量这一指标外，还将创新程度指标纳入研究内容，分别考虑环保投资对二者的影响，获得了更有力的经验证据。
2 理论分析与假设
环保投资表明环保的努力程度，同时也是一个外显指标[23]。除此之外，环保投资还能收获经济利益，如减少纠纷、保障民生、扩大就业机会、完善市场管理体制、促进我国技术进步[24]。近些年来，我国在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需要足够的环保投资金额。2001-2017年间，我国环保投资从1166.77亿元增长至9539亿元，我国绿色技术专利授权数量从3403件增长至108201件，表明我国已经逐渐认识到环保投资对于地区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对环保投资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不断进行完善[25]。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H1：绿色技术创新受到地区环保投资影响，随着投资金额不断增加，地区环保投资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步入新阶段，要求城镇化能吸引更多先进技术[26]。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提升城市经济质量，建设科技创新、实体经济、人力资源、现代金融协同发展体系等。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步入新阶段，要求城镇化能吸引更多先进技术。同时提出要建设绿色人文城市，并与先进技术不断融合。为分析城镇化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图1给出了拟合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城镇化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可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即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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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镇化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地区环保投资、城镇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环保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影响机制：首先，环保投资可以通过外部性、提升自身效率等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其次，环保投资可以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进而间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可见，二者之间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环保投资作为投资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对技术创新产生激励作用[27]，有利于地区间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环保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主要考虑到绿色技术创新主要依靠技术人员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等相关资本投入，城市化进程带动了人力资本聚集以及科教经费的支出，进而促进了技术创新[18]。因此，进一步提出假设：
假设H3：城镇化在地区环保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3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数据说明
3.1计量模型设定
3.1.1地区投资和城镇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检验模型
已有研究表明，地区环保投资[28]、城镇化[29]和绿色技术创新[30]均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因此适合空间面板模型开展实证研究。首先需要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在空间上的依赖性进行度量。本文利用全局Moran’s I 指数及其统计检验对数据进行空间分析，Moran’s I 指数的定义如下：
             Moran’s I  =                         (1)
其中，，，和分别表示第i、j个地区的观测值，n为地区数，为空间权重矩阵W中的元素。本文W的元素为先依据i地区与j地区经纬度测算出地理距离矩阵（W1），然后用i地区人均GDP与j地区人均GDP绝对值差的倒数表示经济权重矩阵（W2），最后参考邵帅等[31]做法， 将地理距离矩阵与经济矩阵进行嵌套，最终，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取值为0.5，最终构成本文的地理经济空间矩阵。
Moran’s I 指数取值范围为[-1,1]，当取值大于0时，表示正自相关；当取值小于0时，表示负自相关；当取值等于0时，表示不存在自相关。空间面板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2)
当时，则为“空间杜宾模型”（简称SDM）。在实践中，空间杜宾模型可以更好的捕捉不同变量的外部性，自由度更高，并且可以转换为其他常见的模型，更具有普遍性[32]。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开展实证研究。除此之外，引入绿色技术创新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代表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潜在因素。构建如下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3)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lnGTI表示绿色技术创新，lncost表示地区环保投资总额，urban表示城镇化水平，考虑到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因素众多，本文引入了产业结构偏向指数、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就业情况以及技术进步在内的相关控制变量X。u表示地区固定效应，v表示时间固定效应，表示随机干扰项。此外，在实证分析时为了降低样本数据的离散程度，对非百分比指标度量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33]。


3.1.2城镇化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模型
在地区环保投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可能直接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也可能通过城镇化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在此处城镇化的功能为中介变量，地区环保投资经过城镇化进程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三者关系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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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变量中介效应示意图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上述方程来表示。其中，地区环保投资X对绿色技术创新Y的总影响系数为c，地区环保投资通过城镇化M这一中介变量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系数为ab，此时计算得出的中介效应为ab/c=ab/(ab+c’)。
本文通过Baron和Kenny[34]提出的逐步法的基础上，借鉴温忠麟等[35]做法，进行的检验步骤如下，第一步，计算地区环保投资（X）对绿色技术创新（Y）的总效应，如果回归系数c显著，则进行下一步，否则中介检验停止。第二步，依次检验方程（5）和方程（6）中的回归系数a和b，如果二者都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检验通过，如果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进行Sobel检验。第三步，检验回归系数c’，如果该系数显著，则计算中介效应。第四步，进行Sobel检验，检验通过则说明中介检验通过，否则中介检验不通过。
根据上述分析，具体设置的模型如下：
                           （7）
                           （8）
显然，（3）式可对应于中介效应检验的（6）式，而（7）式和（8）式分别对应于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的（4）式和（5）式。由此可知，（3）式、（7）式、（8）式就构成了本文的完整检验效应模型。
3.2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港澳台及西藏地区除外）2004-2017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衡量绿色技术创新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1）被解释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lnGTI）：用各地区绿色专利授权总数表示，本文参考王班班、赵程[36]的做法，采用各地区绿色专利授权总数（GTI，件数）予以度量。根据WIPO定义的绿色技术专利分类进行数据过滤和筛选，得出各省各年绿色技术专利授权量数据。

（2）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及控制变量
地区环保投资（lnEPI）：受到高明、黄清煌等[37]学者对环保投资测算方法的启发，本文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EPI，亿元）进行测度，其包括了城市基础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以及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
城镇化（urban）：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测度（urban，%）。
产业结构偏向指数（sec）:用工业占生产总值比重进行测量（sec，%）。产业结构的“绿色化”调整对我国现在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目前政府还是会选择采用补贴等方式促进地区产业发展[38]。
人力资本（l）:参照王凤祥、张伟[39]的做法，以各省市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其中，，，分别表示各地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对外开放度（FDI）：用FDI占GDP的比重（FDI，%）表示。一方面，对外开放有利于吸收国外先进的“绿色技术”有助于推动我国各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40]。另一方面，技术的外溢效应可能并不能带动本土地区创新能力的提高，主要还是依赖于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41]。因此，对外开放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确定。
技术进步（lnrd）:采用各地区研发机构从业人数（rd，人）测度。我国学者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需要研发人力的投入[42]。
就业情况（lnemploy）：选择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地区就业人数（employ，万人）测度。宋德军研究表明技术创新通过自身关联效应以及其他扩散效应可以扩大就业量，可以促进结构优化[43]。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空间相关性分析
在选择空间面板模型估计之前，利用Moran’s I指数及其检验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进行空间依赖性特征进行分析，基于地利经济空间矩阵，表1给出了Moran’s I指数及其统计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2004-2017年间绿色技术创新的Moran’s I指数集中在0.07-0.118之间波动，指数全部为正且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空间依赖性。
表1 中国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Moran’s I指数
	年份
	Moran’s I
指数
	P值
	年份
	Moran’s I
指数
	P值

	2004
	0.070
	0.008
	2011
	0.088
	0.003

	2005
	0.072
	0.007
	2012
	0.094
	0.002

	2006
	0.082
	0.004
	2013
	0.093
	0.002

	2007
	0.081  
	0.004
	2014
	0.095
	0.002

	2008
	0.076 
	0.006 
	2015
	0.110
	0.001

	2009
	0.087
	0.003
	2016
	0.118
	0.000

	2010
	0.086 
	0.003
	2017
	0.109
	0.001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在空间上的异质性，本文基于标准化地理经济空间矩阵单尾检验，图3描绘了2017年的绿色技术创新Moran’s I指数散点图。图3 2017年lnGTI的Moran’s I 散点图

如图3所示，除四川、内蒙古、湖南、吉林、河南、江西和陕西省外，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具体来看，京津冀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等处于第一象限，说明这些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呈现“高-高”聚集，而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区处于第三象限，表明这些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呈现“低-低”聚集。绿色技术创新“高-高”和“低-低”这两种分化，基本符合我国技术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布局，表明我国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依赖性。
4.2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4.2.1空间面板选择与设定
首先，采用计量软件matlab-R2015b，对空间面板数据进行检验，以进行后续分析。检验包括混合OLS、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时空固定效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相关检验结果
	
	模型1
（混合OLS）
	模型2
（空间固定）
	模型3
（时间固定）
	模型4
（时空固定）

	Sigma2
	0.3822
	0.0614
	0.1305
	0.0342

	R2
	0.8628
	0.9779
	0.9345
	0.9877

	Log-likelihood
	-389.9591
	-6.4484
	-234.5022
	116.5962

	LM_lag
	249.2741***
	176.0724***
	2.0764
	3.5823*

	LM_lag(robust)
	163.9867***
	179.2678***
	0.0373
	23.5845***

	LM_error
	101.3064***
	5.0293**
	5.2652**
	0.0613

	LM_error(robust)
	16.0190***
	8.2247***
	3.2261**
	20.0635***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以下各表同。

基于表2的分析，根据Anselin[44]的研究方法，如果LM-error比LM-lag更加显著，且R-LMerror显著，R-LMlag不显著，则说明空间误差模型是合适的。但仍需对静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需要对模型进行Wald检验和LR检验判断其是否可以简化成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测算得出的两组Wald值和LR值均在1%的水平上均拒绝原假设，表明应建立空间杜宾模型。除此之外，本文还进行了Hausman检验，p值为0.00，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假设。由表2可知，时空固定模型中的拟合优度R2和Log-likelihood值均比其他模型更优，且Sigma2最小，根据Elhorst[45]的研究，此时应建立时空固定效应的杜宾模型进行后续分析。




4.2.2地区环保投资和城镇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判断—对假说1和假说2的检验
从表3中可以看出，考虑绿色技术创新一阶滞后项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与普通面板和静态面板模型相比，具有更好的拟合度，系数估计结果在符号和显著性上基本一致，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此外，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中，绿色技术创新的一阶滞后项显著为正，空间溢出系数ρ显著为正，表明该模型作为实证研究更具有解释力。
由表3的模型7结果可知，绿色技术创新同时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时间维度上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该地区上一期技术创新如果呈现较高的水平，那么下一期的技术创新水平也可能继续提升，这说明地区间的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46]。进一步分析地区环保投资和城镇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影响，从模型7中可以看出，在选取的样本区间内，地区环保投资（lnEPI）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环保投资越多表明地区政府对绿色技术创新越重视，研究结果和张江雪、朱磊[47]相一致，至此假设H1得到验证。城镇化水平（urban）显著推动了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表明城镇化通过“集聚效应”，引入了大量先进的技术和创新要素，进而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此时假设2得以验证。此外，结构偏向指数（sec）、技术进步（lnrd）和就业情况（lnemploy）对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表明产业合理化、就业保障以及技术升级是促进我国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发展动力。人力资本（l）对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正向影响，但结果不显著，这与邱兆林、王业辉[48]研究结果相同，表明目前我国仍需不断提高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的源泉。对外开放程度（FDI）并未促进地区间绿色技术创新作用，这与外商投资抑制了本地区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关，FDI会降低地区企业内部的生产成本，促使部分企业选择跨国公司技术，削弱了自身创新能力，进而降低本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49]。
为了更好的分析地区环保投资和城镇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影响，本文参照罗能生、王玉泽[50]的做法，选取不同的权重矩阵（地理距离矩阵W1和经济矩阵W2）进行相应的分析，结果见表4。在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在经济矩阵（W2）中估计结果更优，表明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在经济水平相近的地区存在溢出效应。此外，环保投资和城镇化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均有显著效应，表明环保投资、城镇化推动了本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其他控制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情况与上文一样，佐证了检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表3 地区环保投资和城镇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W=W3）
	
变量
	
非空间普通面板模型（FE）
	
静态空间杜宾模型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L.lnGTI
	
	
	0.648***
(16.58)

	lnEPI
	0.242***
(7.51)
	0.080***
(3.02)
	0.054**
(2.46)

	urban
	0.098***
(17.45)
	0.040***
(6.75)
	0.013**
(2.56)

	sec
	-0.008**
(-2.54)
	0.010**
(3.10)
	0.005**
(2.05)

	l
	0.317***  
(6.34)
	0.043
(1.06)
	0.026
(0.53)

	FDI
	-0.051*** 
(-3.79)
	-0.033***
(-3.43)
	-0.016*  
(-1.94)

	lnrd 
	1.081***
(9.05)
	0.703***
(7.16)
	0.211** 
(2.33)

	lnemploy
	1.624***
(7.99)
	0.383**
(2.05)
	0.296*  
(1.84)

	ρ
	
	-0.801***
(-4.21)
	0.692***
(3.79)

	R2
	0.946
	0.954
	0.965

	N
	420
	420
	420


注：括号内数值为t值或z值，下同。


















表4地区环保投资和城镇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不同空间权重
	
变量
	
W=W1
	
W=W2
	
W=W3

	L.lnGTI
	0.628***
(15.81)
	0.650***
(16.49)
	0.648***
(16.58)

	lnEPI
	0.055**
(2.50)
	0.059***
(2.70)
	0.054**
(2.46)

	urban
	0.014***
(2.81)
	0.010**
(2.02)
	0.013**
(2.56)

	sec
	0.005*
(1.65)
	0.007**
(2.48)
	0.005**
(2.05)

	l
	0.045
(0.95)
	0.010
(0.20)
	0.026
(0.53)

	FDI
	-0.016** 
(-1.98)
	-0.014*
(-1.72)
	-0.016*  
(-1.94)

	lnrd 
	0.210**
(2.44)
	0.182**
(2.04)
	0.211** 
(2.33)

	lnemploy
	0.280*
(1.80)
	0.315**
(2.21)
	0.296*  
(1.84)

	ρ
	0.939***
(4.21)
	0.231**
(2.53)
	0.692***
(3.79)

	R2
	0.967
	0.962
	0.965

	N
	420
	420
	420



4.2.3城镇化的中介效应考察—对假说3的检验
本节将综合（3）式、（7）式和（8）式对假说3，即城镇化是否作为地区环保投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检验过程如上文所述，得到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考虑了滞后项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拟合效果比其他模型更优，再次表明了该模型的优越性。其估计结果显示，（8）式中地区环保投资（lnEPI）显著促进了城镇化（urban）发展，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表明城镇化可能是地区环保投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一个中介变量，换言之，地区环保投资可能通过影响城镇化发展进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但仍需通过（7）式进行结果分析，得出严谨的支持。 
由表5最后一列可知，地区环保投资（lnEPI）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系数估计值为0.063，表明在不考虑城镇化水平时，地区环保投资会正向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步骤，综合考虑（3）式、（7）式和（8）式的估计结果，地区环保投资的系数在3个方程中均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了城镇化是地区环保投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变量，假设3得以验证。






表5 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城镇化中介效应检验（W=W3）
	

变量
	
非空间普通面板模型（FE）
	
静态空间杜宾模型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urban
	
lnGTI
	
urban
	
lnGTI
	
urban
	
lnGTI

	L.lnGTI
	
	
	
	
	
	0.692***
(18.34)

	L.urban
	
	
	
	
	1.422***
(125.44)
	


	lnEPI
	3.129***
(12.76)
	0.550***
(15.19)
	0.937***
(4.26)
	0.118***
(4.29)
	1.956***
(23.14)
	0.063***
(2.88)

	sec
	-0.061**
(-2.01)
	-0.014***
(-3.25)
	0.154***
(5.82)
	0.016***
(4.71)
	0.244***
(22.55)
	0.007***
(2.57)

	l
	4.507***
(11.57)
	0.760***
(13.21)
	0.744**
(3.40)
	0.070*
(1.66)
	-4.651***
(-24.91)
	0.033
(0.66)

	FDI
	-0.078
(-0.65)
	-0.058***
(-3.26)
	0.004
(0.05)
	-0.031***
(-3.06)
	0.032***
(10.26)
	-0.015*
(-1.90)

	lnrd 
	5.179***
(4.94)
	1.590***
(10.26)
	1.673**
(2.02)
	0.769***
(7.44)
	3.794***
(11.63)
	0.190**
(2.07)

	lnemploy
	-4.422**
(-2.42)
	1.190***
(4.41)
	-12.756*** (-9.13)
	-0.176
(-1.02)
	0.606***
(44.18)
	0. 131
(0.92)

	R2
	0.808
	0.903
	0.146
	0.522
	0.504
	0.953

	N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创新程度指标代替绿色专利授权总量，通过借鉴王锋正、郭晓川[51]做法，采用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能源消耗总量比重（GPTI）作为衡量标准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对比表6和表3和表5可以发现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从而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且城镇化作为中介变量是地区环保投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此外，还报告了基于创新程度指标下的地区环保投资和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经济距离矩阵下，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与前文结论相一致。


表6 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W=W3）
	
变量
	
GPTI
	
urban
	
GPTI

	L. GPTI
	1.509***
（59.42）
	
	1.655***
（63.69）

	L.urban
	
	1.422***
(125.44)
	

	urban
	
	
	0.023***
（16.69）

	lnEPI
	0.038***
（6.56）
	1.956***
(23.14)
	0.029***
（4.95）

	sec
	0.003***
（3.69）
	0.244***
(22.55)
	0.001
（1.27）

	l
	-0.059***
（-4.50）
	-4.651***
(-24.91)
	-0.086***
(-6.55)


	FDI
	0.005**
（2.45）
	0.032***
(10.26)
	0.005**
(2.27)


	lnrd 
	-0.041*
（-1.66）
	3.794***
(11.63)
	-0.051**
(-2.04)


	lnemploy
	10.14***
（3.69）

	0.606*** 
(44.18)
	0.928***
(21.13)

	W*lnEPI
	0.232***
(6.12)
	
	0.220***
(5.72)

	W*urban
	
	
	0.122***
(5.72)

	R2
	0.725
	0.504
	0.564

	N
	420
	420
	420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考虑了城镇化在地区环保投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利用2004-2017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地区环保投资、城镇化水平均有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并且二者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地区环保投资通过城镇化能够间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稳健性检验对此也进行了证实。
[bookmark: _GoBack]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启示，（1）提升环保投资金额，促进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作为科技强国的重要部分，需要政府的强有力支撑，目前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需要大大调动地区间的研发积极性，增强其研发能力。（2）促进城镇化发展，最终实现“1+1>2”的经济效应。城镇化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并存在中介效应，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二者的融合作用。（3）保证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地区间技术水平以及人力资本质量，减少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多管齐下，不断提升地区间绿色技术创新。
最后，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和环保投资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证实了绿色技术创新需要地区间形成协同作用，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绿色技术培养基地，布局在津京冀、珠三角、长江经济带等地区，不断培育壮大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因此，地区间应尽快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协同合作，争取在环保投资和相关技术产业间有效对接，这样才能更好推动我国绿色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1] 马红，侯贵生. 环保投入、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长短期异质性影响的研究视角 [J].证券市场导报，2018(8):12-19.
[2] 高萍，王小红. 财政投入、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8—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 [J].生态经济，2018,34(4):93-99.
[3] 谢荣辉. 环境规制、引致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提升 [J].产业经济研究，2017(2):38-48
[4] 孙宏芃. 制度创新环境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J].科技管理研究，2016,36(21):251-257.
[5] 王旭,褚旭. 中国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与融资契约选择 [J].科学学研究，2019,37(2):351-361.
[6] Lee K H, Min B. Green R&D for eco-innov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s and firm 
performance [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5, (108):534-542.
[7] Zhehao Huang, Gaoke Liao, Zhenghui Li. Loaning scale and government subsidy for promoting green innovation [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9, (144):148-156.
[8] Sang-Ho Lee, Sanghoon Park, Taehyoung Kim. Review on investment direction of green technology R&D in Korea [J].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5, (50):186-193.
[9] Heinkel R, Kraus A , Zechner J . The effect of green investment on corporate behavior [J].Journal of Financial &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1, 36(4):431-449.
[10] Lee K H, Min B. Green R&D for eco-innov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s and firm performance [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5, (108):534-542.
[11] 王国婷，任荣明. 中国环保投资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分区域省份数据的面板回归分析 [J].生态经济，2015,31(2):80-84.
[12] 刘穷志，李岚. 长江经济带环保支出效率测度 [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12):45-51.
[13] 辜胜阻，曹冬梅，韩龙艳. “十三五”中国城镇化六大转型与健康发展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4):6-15.
[14] Paul Courtney, Jane Mills, Peter Gaskell, Stephen Chaplin. Investigating the incidental benefits of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schemes in England [J].Land Use Policy, 2013, (31):26-37.
[15] Wilson J S , Clay M , Martin E , et al.  Evaluating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f zoning in urban ecosystems with remote sensing [J].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2003, 86(3):303-321.
[16] 程开明，李金昌. 中国城市化与技术创新关联性的动态分析 [J].科学学研究，2008(3):666-672.
[17] 杨维，姚程，苏梦颖. 城镇化水平影响创新产出的地区差异性和空间依赖性——基于非空间面板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J].中国软科学，2019(7):91-101.
[18] 鲁元平，王品超，朱晓盼. 城市化、空间溢出与技术创新——基于中国264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J]. 财经科学，2017(11):78-89.
[19] 曹鹏，白永平. 中国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J].甘肃社会科学，2018(4):242-248.
[20] 兰宜生，徐小锋. 城镇化能够提高环境绩效吗? [J].经济经纬，2019, 36(4):1-8
[21] Curwell S , Deakin M , Cooper I , et al. Citizens' xpectations of information cities: implications for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J]. Building Research & Information,  2005, 33(1):55-66.
[22] Carlino G A , Chatterjee S , Hunt R M . Urban density and the rate of invention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7, 61(3):389-419.
[23] 张平淡，袁浩铭，杜雯翠. 环境法治、环保投资与治污减排 [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4):17-30.
[24] 彭峰，李本东. 环境保护投资概念辨析 [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5(3):72-74.
[25] 张悦，林爱梅. 我国环保投资现状分析及优化对策研究 [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4):3-9.
[26] 徐秋艳，房胜飞，马琳琳.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空间溢出及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9,39(6):1407-1418.
[27] 张平，张鹏鹏，蔡国庆.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4):8-13.
[28] 孙红梅，赵正丽. 经济转型与环保投资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38(12):16-28.
[29] 张莅黎，赵果庆，吴雪萍. 中国城镇化的经济增长与收敛双重效应——基于2000与2010年中国1968个县份空间数据检验 [J].中国软科学，2019(1):98-116.
[30] 裴潇，蒋安璇，叶云，等. 民间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长江经济带11省市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8):44-51.
[31] 邵帅，李欣，曹建华，等. 中国雾霾污染治理的经济政策选择——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J].经济研究，2016,51(9):73-88.
[32] 田相辉,张秀生. 空间外部性的识别问题 [J].统计研究,2013,30(9):94-100.
[33] 邵帅,张可,豆建民. 经济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理论与中国经验 [J].管理世界，2019,35(1):36-60.
[34]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 (6):1173-1182.
[35]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36] 王班班，赵程. 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专利统计和影响因素 [J].工业技术经济，2019,38(7):53-66.
[37] 高明，黄清煌. 环保投资与工业污染减排关系的进一步检验——基于治理投资结构的门槛效应分析 [J].经济管理，2015,37(02):167-177.
[38] 吴伟平，何乔. “倒逼”抑或“倒退”?——环境规制减排效应的门槛特征与空间溢出 [J].经济管理，2017,39(2):20-34.
[39] 王凤祥，张伟. 环境规制、民间投资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 [J].科技管理研究，2017,37(11):211-216.
[40] 许和连，邓玉萍. 外商直接投资导致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 [J].管理世界，2012(2):30-43.
[41] 孙早，韩颖.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39(11):92-106.
[42] 谭政，王学义.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省际空间学习效应实证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10):17-24.
[43] 宋德军.科技创新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基于总量和结构的视角 [J].技术经济，2012,31(6):34-42.
[44] Anselin L.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 [J].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5, 27(2):93-115.
[45] Elhorst J P. Spatial Econometrics [M].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4.
[46] 胡雪萍，陶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30个省市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44-53.
[47] 张江雪，朱磊. 基于绿色增长的我国各地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29(2):113-125.
[48] 邱兆林，王业辉. 行政垄断约束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J].产业经济研究，2018(5):114-126.
[49] 石大千，杨咏文. FDI与企业创新:溢出还是挤出? [J].世界经济研究，2018(9):120-134.
[50] 罗能生，王玉泽.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4):110-118.
[51] 王锋正，郭晓川. 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S1):143-146. 



作者简介：刘畅（1996—），女，河北阜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管理；田晓丽（1982—），女，山东烟台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管理。



image2.png




image3.png




image1.png
0 g g
o o
o] o, 8a° e 8%
o %Ezog ° 22 s
o 2
2 DA
© - Ji& & 3
8% &
<«
o~
o
&4
T : r T .
20 40 60 80 100
urban

BRERREKT, JBTRFERACET




